
第 29 卷　 第 1 期

2022 年 2 月

未 来 传 播
Future

 

Communication
 

Vol. 29　 No. 1
February　 2022

华裔新离散电影中的身份再认同与跨文化协商
———以 《摘金奇缘》 《别告诉她》 为例

王宜文, 王娅姝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北京 100875)

摘　 要: 同为现象级海外华裔电影, 《摘金奇缘》 和 《别告诉她》 以既相似又各有侧重的方式, 再度

打开了自 《喜福会》 以来关于海外华人的影像文化空间。 从电影史角度看, 两部影片与 20 世纪八九十年

代在西方兴起的跨族裔电影运动以及离散理论形成了呼应, 标志着中国第二代移民对世界电影进程的参与

和丰富。 另一方面, 两部影片均源于中华文化源流之上的跨文化实践, 又自有其独特的姿态和价值, 仅凭

来自西方的经验和理论是无法尽述的, 而原生的更具包容性的 “第三极文化理论”, 或许对上述文化实践

更具阐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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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金奇缘》 (Crazy
 

Rich
 

Asians, 2018) 和 《别告诉她》 ( The
 

Farewell, 2019) 是近年两部现象级

的海外华裔电影, 前者在全球收获 2. 38 亿美元票房, 后者则在圣丹斯电影节上表现不俗。 尽管制片规

模和风格各有侧重, 《摘金奇缘》 背靠好莱坞工业, 有清晰的类型化和商业化特质; 《别告诉她》 系独

立制片, 更像一部私人的家庭录像带, 但两部影片之间其实分享着更多共性。 二者均以华裔移民后代

及其生活为主要内容, 都由美籍华裔导演基于真实的跨国经验改编, 两部影片都启用了全亚裔演员阵

容, 并都以亚洲地理为叙事场域。 更重要的是, 两部影片在短时间内的相继推出, 似乎重新打开了自

《喜福会》 (The
 

Joy
 

Luck
 

Club) 以来关于海外华人的影像文化空间, 将地方和全球的经验注入其中。
整体来看, 《摘金奇缘》 和 《别告诉她》 隶属于跨族裔电影和离散理论 ( diaspora) 的视野。 “离

散” 一词来自古希腊语 diasperien, 最早出现于 《旧约·申命记》 , 在词源上结合了 dia (散开) 和 spei-
ro (播撒) , 特指犹太人被迫远离故土、 在旷野中四散流离的历史处境。[1] 在当代, 尤其是后殖民主义

与全球化研究兴起后, 离散逐渐脱离了宗教意义, 由大写形式转入小写 diaspora, 并被广泛用于对包括

流亡 ( exile) 、 移民 ( migration) 、 跨国 ( transnational) 在内的多重人口流动与文化实践的研究。 当代离

散概念强调居于故土之外却又割不断与家园联系的复杂体验, 《摘金奇缘》 《别告诉她》 中对华裔移民

离家、 归家体验的刻画及其编码逻辑, 均可从中寻获答案。 另一方面, 《摘金奇缘》 和 《别告诉她》 也

呈递出更开放的文化协商意识, 较之离散突出的创伤体验、 身份政治色彩和文化对峙倾向, 两部影片

的表达中显然有更多超越性的互动空间, 提示在全球化背景下、 世界性的主流文化之中, 对华人身份

的动态再认同。

一、
 

离散源头与动因: “归国” 与 “还乡” 的地理想象

《摘金奇缘》 和 《别告诉她》 中, 一个首要且突出的叙事动因是回家。 离散源于地理空间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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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体验在他乡与故乡的空间关系之中得到确立。 在具体的创作中, 旅行、 安置、 漂泊总是和 “家”
的概念交织在一起, 回归因此构成离散叙事最核心的意识之一。 对于现代离散个体而言, 回家同时意

味着 “归国” 与 “还乡” , 前者朝向集体性的身份归属, 后者则连接着个体性的情感记忆。 在 《口音电

影: 流亡与离散电影创作》 (An
 

Accented
 

Cinema:
 

Exilic
 

and
 

Diasporic
 

Filmmaking, 2001) 中, 伊朗裔文化

研究学者哈米德·纳菲西 ( Hamid
 

Naficy) 将离散电影中反复出现的回家意象描述为 “光荣归家之梦”
( the

 

dream
 

of
 

a
 

glorious
 

home-coming) [2] 。 一方面, 客居地生活经历的百种况味, 在 “光荣归家” 的语境

以及黯淡家乡的衬托下, 转化为全然朝向积极与进步的许诺。 另一方面, 归家之梦在于由 “乡愁” 连

接的对故土想象性的依恋, 这种依恋是一种空间化的时间记忆。
　 　 在客居地与迁出地的对比结构中, 故土多数时候被表现为一个 “小世界” , 正如 《摘金奇缘》 中的

新加坡之于美国, 《别告诉她》 中的长春之于纽约。 故乡所象征的也多是隶属于从前的事物, 朱瑞秋跟

随杨尼克回家, 与一个看重传统价值和宗祠观念的家族相遇, 瑞秋独立、 自由的现代个体意识, 在此

遭遇来自 “老钱” 及其社会关系网络的全面审视。 碧莉的回家建立在与祖父母共享的童年记忆基础上,
作为老家的长春是 6 岁前和爷爷一起捉蜻蜓的公园, 车窗外由施工地和建筑群落构成的长春, 反倒是数

倍陌生于纽约的错位空间。 可以说, 《摘金奇缘》 和 《别告诉她》 中对故乡和回家之旅的设定, 在初始

处是带有高度的离散特征的。 近乡之情怯, 除了来自情感体验本身之外, 还关联着某种由地理空间向

文化范畴引申的 “东” “西” 对立结构。 离散者处于两点之间, 在任何一处都无法全然融入, 因此也较

易落入失落和迷惘的 “无根” 境遇。 这种徘徊于两极的状态, 也是率先出现于欧洲的跨族裔电影创作

的重要母题。
跨族裔电影人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欧洲影坛正式登场, 以德国境内的土耳其电影人、 法国境内的北

非电影人和英国境内的南亚与非裔电影人等为代表。 这支创作队伍由移民、 流亡者、 难民和跨国者等

组成, 对远离家园的离散体验的描摹是其创作中的共有特征。 由跨族裔者创作、 在内容上涉及离散的

一类影片, 就被称为跨族裔电影。 基于身份政治的诉求, 这类电影在早期普遍采用了对位式的结构逻

辑, 以寻求或建立稳固的主体坐标。 借助还乡叙事, 欧洲的跨族裔电影曾经成功地在国族意识主导的

现实中开辟出了离散群体的表达场域, 著名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 ( Stuart
 

Hall) 更将这种围绕

回乡与离散的影像书写系统化, 将其称为新族裔 ( new
 

ethnicity) 创作。[3] 早期的海外华裔电影, 如好

莱坞华裔先驱王颖的创作中, 也多见无家可归、 疏离迷惘的离散情境。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 《摘金奇缘》 和 《别告诉她》 围绕归国与还乡的话题创造了新型地理

想象。 《摘金奇缘》 中, 尼克以玩笑的口吻将回家称为 “去东方探险” , 这一听起来不乏东方主义色彩

的调侃, 提供了重要的逻辑起点。 启程之前, 瑞秋的母亲指出, 尽管同为中国人, 说的是中国话, 但

瑞秋的内里已不一样。 作为出生并成长于纽约的 “香蕉人” , 瑞秋此行事实上并非是为了回归或寻根,
反倒是更接近于以局外人的身份对亚洲地域进行观看。 借助母女间围绕衣着、 孝道和尼克家庭的猜测,
电影在细节处释放出已普泛化的刻板认知: 东方是陈旧且落后的。 这种在刻板结构下展开的俯视性目

光, 在国际机场、 沿海公路、 豪宅跑车等密集铺陈的视觉景观中被逐渐扭转, 以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

家以及中国台北、 上海等国际大都会为代表的亚洲空间, 从登场初期就宣告了明确的指向: 现代精英

社会、 经济发达、 文化多元, 迥异于后殖民意义上的 “古老东方” 。 作为积累了巨大财富的华人群体,
杨氏家族被赋予贵族式的品位和姿态, 从容、 犀利、 优雅, 当居于家族中心的 “阿嬷” 将目光落在瑞

秋身上时, 双方视线中的力量关系早已被彻底倒转了。 在对尼克的故土进行观察的同时, 她本人甚至

被更为严格地反向审视着。 尽管 《摘金奇缘》 对于亚洲和华人空间的塑造带有夸张的色彩, 也不乏景

观堆砌之嫌, 但它却重提了东西方形象间的冲突问题, 并将一种平视、 对等的制衡性注入其间。 电影

将冲突具象化为瑞秋所信奉的 “个人自由至上” 和埃莉诺所坚持的 “家族利益优先” 间的矛盾, 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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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不再是历史或政治阵营下由西方主导的结构性对立, 而只是东西价值逻辑和观念间的差异。 作为

当代的跨文化个体, 似乎不必做出非此即彼的归属性选择, 而只需调和、 协商与彼此尊重。 正如片尾

的麻将隐喻, 两地或两种文化之间 “没什么所谓输赢” , 关键在于 “谈判、 策略与合作” , 这是由离散

走向跨文化的关键所在。
对于 《别告诉她》 而言, 回家这一行动所带有的离散意味似乎要更强烈一些, 碧莉在找耳环一场

中的独白更将某种清晰的失家之感推向了顶峰。 熟悉的地标在消逝, 亲人在离去, 奶奶是碧莉和家园

间仅存的联结, 而这种联结, 似乎也注定会在 “别告诉她” 的谎言与缄默中走向断裂。 碧莉内在的困

惑是高度空间化的: 被司机围堵的机场出口, 兴建中千篇一律的高层住宅, 由简易招牌拼接而成的街

景, 正在化为废墟的老宅……凡此种种, 都以突兀陌生的姿态, 宣告着她的局外人身份。 较之瑞秋更

加西式的自由主义, 碧莉的 “中间性” 更强, 对于西方社会, 她的融入和认同程度甚至不及作为初代

移民的父母; 反之, 西方教育和社会语境的影响也使她无法理解以 “别告诉她” 为代表的东方价值立

场。 在两个世界之间, 碧莉是双重的他者, 唯有取道童年回忆, 才能抵达相对单纯的快乐。 此处, 故

乡是收藏了多重记忆和情感的时空体, 一种难以捉摸的理想, 一种对个人文化根源和童年的向往, 或

者说, 一座由乡愁灌溉的乌托邦。
在离散的文化视野之外, 创作者本人的跨国身份和家族往事, 为电影增添了重要的伦理质感。 影片

中, 对 “别告诉她” 的困惑始终在场, 但随着人物对故乡和家庭空间的逐步深入, 这种困惑最终被悬

置起来。 碧莉不再追问 “为什么” , 而是选择加入这一集体的秘密之中。 转变同样是依靠空间化的隐喻

实现的: 影片中段, 碧莉一家乘车经过那座横跨老宅废墟上的彩虹桥, 摄影机带着质询或至少是不解

的目光, 刻意凸显出它的怪异与违和; 而片尾处, 当那座桥再度出现时, 已是在晨光朦胧和泪眼婆娑

中充满柔情。 对这片并不熟悉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 碧莉尚有很多疑惑, 但这些疑惑已不再阻碍她走

近这里、 亲近他们。 这显然是关爱、 尊重、 包容对表层差异的胜利。 在两种文化与现实之间, 影片放

弃了对争论结果的执着, 不再关心谁对谁错。 因为在 “别告诉她” 的过程中, 从始至终都有一种高于

意识形态的力量存在: 来自亲缘和血脉的情感。 借助这种力量, 电影打通多重看似遥远的地理, 联结

不可回还的时空: 在纽约的一声 “哈” , 可惊飞长春院内的鸟; 睡梦中爷爷抽烟的身影, 在苏醒后的窗

边留下袅袅烟痕; 纽约和长春窗台间出现的小雀, 则是 “牵挂” 的具象化身, 在离散的漂泊无依之间,
它是穿越时空的恒久陪伴。

二、
 

跨国共同体: 作为 “飞地” 的离散家庭

除了回家的母题, 离散叙事中另一个中心结构 “家庭” , 也在两部电影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家庭

纽带构成了离散社群的基本结构, 这种结构一般会更清晰地体现于亚洲地区。 作为一种社会—空间网

络 ( socio-spatial
 

network) , 家庭生活是一种将人类团结起来的经历, 因此具有跨越国界和建立不同文

化间桥梁的能力。[4] 在离散电影中, 家庭被表现为一种微观社群, 在陌生的文化环境中建立起关于故

乡、 传统和民族的记忆空间。 因此, 对家庭的强调往往也是离散者身份书写和主体性建构的重要内容,
并多伴随民族化的仪式和饮食, 以文化的在地性强化族群凝聚力。

《别告诉她》 和 《摘金奇缘》 中都有对家族团聚尤其是家族聚餐的详细展现, 两部电影也各有一场

婚礼作为团聚仪式。 包饺子一场中, 埃莉诺告诉瑞秋, 杨家的每一个孩子从小都要学习包饺子, 既是

为了留住传统, 也是为了记住 “排在第一位的永远是家庭, 而不是追逐个人的喜好” 。 较之在西方更普

遍的分餐式饮食, 东方家庭注重由 “聚餐” 形式带来的团聚与分享过程, 以此强化建立在族裔和血缘

基础上的联结感。 《别告诉她》 中, 仓促举办的婚礼似乎更像一场提前举行的告别仪式, 与传统意义上

的中国婚礼相比, 这场婚礼充满奇怪的停顿和不安的神色, 事实上并不浪漫; 但居于其间, 碧莉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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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到了归属感, 这与她在纽约倍感孤独的生活完全不同。 因此, 她站在台上用夹生中文说的那句 “在

美国, 我们没有很多家人, 我想你们。 我很开心我 (回) 来了” 便是最恰当的总结。
移民家庭的完整、 传统、 兴旺, 对抗了西方现代世界中家庭衰落的趋势, 这在文化或民族的碰撞

中, 成为 “他者” 获得主体位置的重要策略。 在全球最有代表性的跨族裔电影作者如法提赫·阿金

( Fatih
 

Akin) 、 阿布戴·柯西胥 ( Abdellatif
 

Kechiche) 、 托尼·加列夫 ( Tony
 

Gatlif) 、 普拉蒂巴·帕马尔

( Pratibha
 

Parmar) 等人的作品里, 也都大量设置了对离散家庭及其民族饮食与仪式的展现, 在跨族裔

的影像系统中, 家庭被发展成一种类型化的叙事结构。
较之欧洲跨族裔离散电影而言, 《摘金奇缘》 和 《别告诉她》 对离散家庭的塑造也有新的突破, 那

就是着重突出一种跨国共同体的新型身份。 早期, 离散的观念更强调以家园为导向, 旨在通过离散者

的活动去影响另一个国家, 或是鼓励离散者回国来塑造祖国的未来。 因此, 家庭往往被表现为在地的、
不可移动的、 边界森严的实体, 一定程度上, 就是国家和民族的象征物。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逐步向

前推进, 这种两点间的往返与效忠, 被更频繁、 密集、 连续的跨越边界所替代。[5] 跨国, 不再局限于

起源地与目的地的意象, 而是更强调横向联系, 强调具体的、 境遇化的多元文化体验。 如果说在历史

语境中, 共同体总是带有某种封闭性和排他性, 那么,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 共同体这个语词已经注入

了新的内容。[6] 家庭作为跨国共同体的联结, 如今建立在多地互动的经验与身份的再度认同之上。 例

如, 尼克的兄弟姐妹分别居住在中国台湾、 香港和上海, 杨氏家族正是在这种不断扩散和流动中逐渐

壮大。 《别告诉她》 中, 奶奶一家、 碧莉一家、 大伯一家分别居住在中国、 美国和日本, 但碧莉和奶奶

越洋电话中的日常感与轻松感, 已与离散本应具有的伤感相去甚远。 离散, 不再是全然的背井离乡,
在经济全球化与媒介全球化的协同进程中, 借助现代交通与通信技术, 离散正逐渐向华裔学者童明所

提倡的 “飞散” 过渡。 如果说前者尚有离乡背井的凄凉感, 那么后者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更符合离

散 ( diaspora) 在当代富有生命力的意涵。[7]

在跨国共同体的视角下, 电影对人物的表现也更复杂, 较之早期离散电影中以集体形式和民族代

言人的形象出现的离散族群, 两部影片都特别关注到离散群体内部的差异性。 均质、 完整的集体身份,
呈现出了内在的层次与结构, 进而引导影片对 “华裔身份” 进行更加情境化、 具象化的书写。

《别告诉她》 中, 由中、 美、 日三地组成的跨国家庭网络, 形成了讨论跨国身份与民族传统等话题

的 “飞地” 空间。 飞地原指因位置与行政区划间的分离而造成的独特地理空间, 由于在这类地理空间

内部, 文化混杂的现象非常突出, 因此很快该词就被延伸到文化研究领域, 形成带有建构性和表征色

彩的术语挪用。 在离散电影的叙事场中, 飞地空间的存在促进了不同身份主体的平等互动关系, 完成

了主导价值体系在特定文化场域的抽离与悬置, 也为更多差异化的表达营造了空间。 《别告诉她》 对碧

莉家族的设计和描写, 以一种相对均等的力, 在结构化的亲缘关系与多元化的价值选择之间建立起一

座天平。 最典型的一幕依然通过家庭聚餐体现, “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父母在, 不远行” “生活不只

是钱” 等话题, 在不同的文化视角与身份立场下展开, 家庭的餐桌成为多种文化和价值观沟通、 碰撞、
协商的场域。

尽管这场谈话不乏轻微火药味, 但此处却已没有优劣相较下的主导话语, 借助于跨国离散家族, 影

片顺畅地连缀起不同的文化视点和多元价值。 例如, 碧莉一家和大伯一家的并置, 体现了跨国华裔的

两个方向: 去向美国, 一个更为 “西式” 的国家; 去向日本, 一个虽是他乡但尚属 “东方” 的文化空

间。 基于此, 华人离散的内在差异性被推向前景: 在日本生活多年的大伯显然更能够理解 “东方人将

生命看作是集体” 的价值观, 对 “别告诉她” 的秘密有更执着的坚持; 较之碧莉父母略显尴尬的居间

性, 大伯对于民族身份表现出更强烈和更坚决的认同感。 借此, 王子逸将宏大的民族、 政治问题回落

到了具象的维度: 所谓 “海外华裔” 群体并非总是均质和趋同的, 他们彼此间的差异, 在某些情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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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会大于其与寄居国社群的差异。 对待跨国、 跨文化的问题, 似乎只能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 经由

具体的情境进入, 而不能以静止的模式对其加以想象或揣测。 《别告诉她》 绕过了离散 / 跨国群体描述

中的本质主义陷阱, 给予其一种生动的复杂性。 这种复杂性, 无关乎文化阵营的对立或身份的代言,
只关乎真实的体验。

除了跨国式的离散之外, 影片还借 “小姨奶” 这一人物, 带出了离散的境内向度。 在全球化的时

代, 离散通常被默认为发生在国际维度, 而建立在 “跨地” 基础上的境内离散则易被忽略。 事实上,
作为国土面积辽阔的大国, 中国境内的人口流动, 以及相应的地域文化互动, 毫无疑问隶属于现代离

散的内向维度, 这一维度在此前的海外华裔电影表述中基本是缺失的。 婚礼上, 当碧莉的母亲建议小

姨奶多为自己考虑时, 小姨奶笑称, 她会在未来南下深圳, 与常年在外打工的丈夫团聚。 为了更好的

生活而南下打工的小姨奶丈夫, 与为了更好的生活而远走美国的碧莉父母, 本质上同为现代化进程中

的 “经济型移民” , 在王子逸的观察中, 他们所代表的海内外空间都具有高度的流动性, 都是城市化、
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中息息相关的环节。 正是在这种自我反思式的、 双向的视野里, 更深层次的讨论

走向有效, 不再落入陈旧刻板的观念之中。

三、
 

由 “离散” 走向跨文化协商: “第三极” 创作与接受视野

《别告诉她》 中, 在一个显然是刻意设计的情节里, 帮碧莉提行李的酒店服务员一再追问: “你觉

得哪里更好, 中国还是美国? ……那你一定更喜欢美国吧?” 碧莉的回答只有重复的一句话: “ 不

一样。”
不一样, 客观上揭示出差异和边界的存在感。 然而, 不一样并不意味着无法沟通, 不可对话。 差

异, 反而是沟通得以开展的前提, 而边界, 也正是文化互动和协商最频繁发生的场域。 不一样, 也将

对 《摘金奇缘》 与 《别告诉她》 的讨论导向跨文化的视野, 并最终引入文化协商、 交流借鉴、 共生和

谐的 “第三极文化” 情境之中。
本文的前两部分, 着重以离散理论去切入这两部由美籍华裔导演创作的电影, 寻找并确认其离散

叙事属性与新的突破。 与之相关的背景是, 在世界范围内, 以欧洲为代表的跨族裔电影, 越来越成为

一种全球性的创作运动, 不了解这个部分, 甚至就无法认识当代世界电影。 可以说, 跨族裔电影是全

球化时代下必然会出现的文化产物, 也是注定会在未来继续占据影史席位的创作类型。 对于中国而言,
人口的流动和离散有悠久的历史, 改革开放后掀起的 “出国热” 更产生了一批经济驱动下的新型移民

与生于海外长于海外的移民后代。 如今, 华人的足迹已遍布世界, 与中国相关的跨族裔创作显然也正

在逐步走向成熟, 并形成一种建立在华人跨族裔视角下的新型离散创作。
在美国华裔电影的发展史上, 早期的华人影像创作发端于 “亚裔美国电影与录像” ( Asian

 

American
 

Film
 

and
 

Video) 运动, 这一运动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 一批来自日本、 越南、 韩国、 菲律宾、 中国香港

和中国台湾等地的亚裔电影人集结成电影小组, 制作了一系列围绕种族身份、 刻板印象和社会公平问

题的影片。 这些影片多是录像视频, 并带有较强的先锋实验色彩, 王颖的 《水上火》 (Fire
 

Over
 

Water) 、
黄家能的 《黄先生》 (Wong

 

Sinsaang) 等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1982 年, 王颖在 《水上火》 的基础上创

作了小成本故事片 《寻人》 (Chan
 

Is
 

Missing) , 被普遍认为是亚裔美国电影创作的正式开端。 《寻人》
向外界证明了, 亚裔美国人可以成为艺术家, 可以成为商业电影人, 可以支持其他亚裔电影人的创作,
也可以成功地将亚裔美国电影推向更广泛的观众。[8] 1993 年, 王颖的 《喜福会》 和李安的 《 喜宴》
(The

 

Wedding
 

Banquet) 同时出现并获得成功, 两部影片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冲突的关注, 开辟出美籍

华人的影像文化空间。 21 世纪初期, 虞琳敏、 林诣彬等第二代美籍华人导演登场, 并相继创作了 《火

爆麻吉》 (Better
 

Luck
 

Tomorrow) 、 《乒乓玩到家》 (Ping
 

Pong
 

Playa) 等聚焦于美籍华裔青少年群体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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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类型电影; 较之前辈, 他们对美国文化的适应和认同度较高, 此后均毫无障碍地进入好莱坞工业体

系。 如今的 《摘金奇缘》 和 《别告诉她》 , 则显然是对美籍华裔跨族裔创作的又一轮补充与丰富。
较之此前的美国华人电影, 朱浩伟和王子逸的作品稀释了离散的创伤性与政治性, 呈现出更具

“后” 时代色彩、 更强调多元主义和文化协商的新质感。 他们的作品在东西两地之间形成一种对 “混

血” 历史、 经验与感受的描摹, 体现出建立在自我认同和文化自信基础上的高度平衡感。 对话、 协商

和开放在文化互动间的核心作用被电影充分地发展, 从中更可明确辨识出独属移民后代的居间性视点

的进一步成熟。 从制作层面来看, 两部影片均深度步入亚洲的地理空间, 完成了对亚洲本土地域及其

传统的体察。 《摘金奇缘》 更是自 《喜福会》 以来, 好莱坞另一部全员亚裔的现代商业电影, 宣告了亚

裔在美国和全球娱乐业中的代表性。
这种现象或是转变, 部分也源自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现实。 作为正在崛起的经济体, 中国与亚洲的振

兴是 21 世纪以来不可忽视的现象, 经济振兴势必带动相应的跨文化实践走向繁荣。 这在世界电影史上

也并非没有先例,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 在英国掀起的 “酷不列颠” ( Cool
 

Britannia) 多元文化主义

浪潮中, “英国—印度” 电影成为引人注目的领跑者。 印度裔导演群体的作品在英国本土经常进入票房

前 10 的队伍, 其中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英籍印度人社区的文化购买力。 随着印度经济在世纪之交的腾

飞, 印度离散及跨国族群开始得到英国市场的重视, 并被称作 “棕色英镑” 。 在此背景下, 英国—印度

电影从曾经边缘、 小众的少数族裔创作, 逐渐向主流电影阵营靠近, 并最终形成规模性的国际合拍的

新型模式。 经济推动文化的现实实践, 同样发生于当下的中国跨族裔创作中, 《摘金奇缘》 和 《别告诉

她》 的文本书写以及在制作和接受上值得标记的突破, 均映照出处于全球文化中并且正在逐渐上升的

新型中国形象。
以中华文化为根基的跨族裔电影从外部看与欧洲有不少相似之处, 但在核心的文化姿态上则有自

身的独特性。 如果说早期, 王颖尚有一种离乡背井的疏离感, 或可称之为离散情境, 那么在朱浩伟和

王子逸这里, 中国跨族裔电影人则已是秉持了内敛式、 思考性的逻辑。 他们拒绝激烈的冲突对立, 尝

试在矛盾困惑中谋求一种平衡的状态, 其特点是不拒斥、 不对抗, 被动中有主动性和自适应性。 如果

早期华人的海外创作更多聚焦于民族传统、 身份意识或怀旧乡愁, 那么朱浩伟和王子逸的作品则更多

透视出华裔新离散电影注重文化协商的生长趋势。 当美式个人主义与中式族群观念正面相遇时, 电影

绕开输赢之争, 转而突出以麻将为象征的迂回、 谈判和博弈; 当西式的绝对坦诚与中式的善意谎言产

生分歧时, 电影取消了对价值观念的优劣判断, 转入更具普世性的话题: 沟通、 包容、 爱与理解。 这

些新特质用西方的离散理论似乎不再能够全然涵盖, 但用中国的 “第三极文化理论” 去观照, 可以看

到一种中华文化的生长性。
“第三极文化理论” 是黄会林先生在 2009 年提出的关于中国与世界其他文化多元共存格局的一种

发展理论。 其核心内涵是指: 当今世界文化呈现多元并存格局, 每一种文化都应该得到公平独立的发

展机会。 首先从尊重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开始, 再到了解和欣赏别人的文化, 然后是达成不同文化间的

共处和共识, 最终实现天下大同。 但此处的天下大同并不是指某种强势文化消灭其他文化, 掌控单一

的新文化殖民霸权, 而应该是指各种文化主体能容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 进而在多元文化中能够生

成人们普遍认同的新多元主体文化价值观。 黄会林先生认为, 这是一种包括了各种不同矛盾相互依存、
相互排斥的动态和谐, 就像太极阴阳鱼在共同的世界里

 

(圆)
 

生存, 互相排斥又互相依存。[9]

以 “第三极文化理论” 观照 《摘金奇缘》 和 《别告诉她》 , 可以发现, 新一代跨族裔中国人的生

命里有一种内蕴的文化基因, 迁徙流动中伴随着一种传统的牵绊, 这种牵绊并不是贬义词, 既是情感

的, 也是理性的, 具有自我反思和自我发展性。 正如两部影片最终都走向某种调和性的、 未竟的结局,
中国的跨族裔创作并不是为了在种族冲突的框架下确立中华文化的霸权地位, 也不是为了在比较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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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里彰显自身文明的优越感, 而是在 “跨越” 的横向联系之中, 寻求和谐视角下文化边界的可渗透性。
《摘金奇缘》 和 《别告诉她》 在海外市场及电影节展映上的良好成绩, 也似乎验证了建立在双重理解、
双向反思上的创作可行性。 而所谓文化协商, 也正是通过强调不同文明建立在差异基础上的良性互动,
来发展和延伸各自的文化空间。 中国跨族裔创作正在试图从 “各美其美” 走向 “美美与共” , 进而帮助

形成与推动多元共生的全球文化格局。

四、 结 　 语

使用 “第三极文化理论” 来解释和回答当下的跨族裔、 跨文化问题, 要比批判性的、 分析性的甚

至带有革命性的西方理论更具融合的意味。 随着创作上的不断更新, 未来的海外华人创作会不断提供

丰富的影像文本, 与理论形成连续的共振。 因此, 发展出独特但又具有动态对话能力的分析体系, 是

进一步理解和把握华裔离散电影的关键所在。 “流动” 几乎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 在离散、 跨国、 跨族

裔的文化实践中, 蕴藏着多地域、 多民族和多元意识形态的互动与协商。 中国文化从来都不是拘泥于

某种单一的精神统治力量或意识形态, 文化的实质是为了人的适应性, 使人更好地与环境、 他人和社

会达成和谐的关系, 这也正是 “第三极文化理论” 对于现实创作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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